
引言：朱熹与书院传统的开创

我国传统的书院，不仅是师授生学的教学机构，而且是士人

研究学术、传承文化、实施教化的重要基地，可以说它是传统教

育中最具特点的教育机构，具有极为鲜明的性格和独特的气质。

与各级官学比起来，它虽然也有官办的成分，但更多地由私人或

民间力量创办，也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具有较多的私学

的性质。有别于官学的以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为目的，书院教育

的主要目的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也就是所谓的“为己之

学”。不同于一般私学和所有官学中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

书院以学生的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的会讲、师生间的讨论

和学生相互的切磋琢磨等教学形式。有别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书

院有其自身的“血缘渊源”或学术师承，它最典型的体现是，书

院祭祀本学派的宗师，祭祀“过化”和“经行”书院所在地的先

贤。这四点，是书院所以成其为书院的本质特征所在，被人们看

作是书院的精神或传统。

中国书院的这一精神或传统，并不是与书院的出现相伴随而

产生的，而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直言之，它是由朱

熹开创的。

书院的组织形式，可以上溯到两汉时期的“精舍”和“精

庐”。的确，两汉的“精舍”和“精庐”与后世的书院有许多共

同之处，虽然它不可能有如后世的书院那样丰富的藏书，生徒自

然也就不可能凭借书籍、在老师的指导下自由研习，讲学主要靠



、檀敷 、包咸

师徒口耳相传，在教学方法上与书院有很大的不同。但它选址办

学、私人兴建、延师授徒，则与后世的书院如出一辙，说书院远

绍其绪也未尝不可。特别是“精舍”或“精庐”在汉代，已不仅

仅是刘淑 等人的个人行为，“自光武中年以

私

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

王，游庠序，聚横（又作‘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

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

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立精庐、开门授徒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可惜的是，这样的一

种风气没有积淀为一种传统传承下来。“精庐”或“精舍”先是

在六朝时期成为僧道传经讲道之地，唐以后又多了一重儒士隐居

读书之处的意义。至于它能与书院相衔接的原始的教学意义，早

已丧失殆尽。以至于当现代研究者在追溯书院的起源时，要到禅

林中去发掘

书院的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一致的认

识，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唐

代是否已有名实相符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

官立的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或为修书之地，或为刊辑古今

经籍之所，总之非士子肄业之处，不是教育机构，这是可以肯定

的。

至于私立的众多的书院，情况比较复杂。《全唐诗》的诗题

中，有李秘书院、第四郎新修书院（一名薛载少府新书院）、赵

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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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明确记载有教所书院中，

院、李群玉书院、田江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这

所书院，见于唐朝人的诗文，最为可信，但它们参差不齐，

不规范，并多与人名或地名联系在一起，除了反映书院初建时期

的特点之外，也体现了它更多地属于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的性质。

在各种地方志中，当今学者翻检出丽正书院（两处，分别在

洛阳县和绍兴府）、张九宗书院、石鼓书院、皇寮书院、松州书

院、青山书院、瀛洲书院、景星书院、义门书院、鳌峰书院、韦

宙书院、卢藩书院、杜陵书院、明道书院、梧桐书院、东佳书

院、桂岩书院、文献公书院、九峰书院、海棠池书院、李渤书

院、尊韩书院、梁山书院、文山书院、草堂书院、闻读书院

所书院。其中石鼓书院就是李宽中秀才书院，文山书院就是李群

玉书院。在现在已知的唐代近

学活动：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所著录的皇寮书院，“唐吉

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梧桐书院则为“唐罗靖、

罗简讲学之所，山多梧桐，故名”。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

著录的松州书院，是“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同治《九江府志》

卷二十二所著录的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

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

所书院，问题就更多。

这些书院，名称规范，与《全唐诗》中的唐人书院名称大不

相同，很值得怀疑。至于有教学活动的

即以声名最为显赫的义门书院而论，现有的记载不仅不能印证地

方志中的说法，相反只是说明书院这一名称的向壁虚造。

陈崇订立的，一共有《义门家法》是唐大顺元年（

条，其中第八条这样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

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功业精进可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

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

第九条则规定：“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

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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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

有能者令人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教训，一人为先生，

陈氏学塾中相互衔接的两

释文莹在熙宁

个阶段，一是住宅之西的书屋，属于启蒙阶段的教学；一是东佳

庄的书堂，是高一级的学塾。由《陈氏家法》可知，它们在当时

并无正式的名称，书堂或书屋不过是为了有以指称，有所区别，

至于书院之名，那就更谈不上。五代时期南唐的徐锴，撰有《陈

氏书堂记》，其中称陈氏“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

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

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

年间（

两人的叙述中

也说：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

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

都没有用书院之名。《宋史 陈兢传》在追述陈兢家世时，曾说及

陈衮父亲陈崇及其子陈昉的情况，“伯宣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

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僖宗时尝

诏旌其门，南唐又为立义门，免其徭役。”说及陈昉时则说：“建

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乡里率化，争讼稀

少。”可见陈氏家族所建之学，即使到元末修《宋史》时，仍名

为书堂或书楼。书院之名，不过是后人依其性质附加的结果。可

以说陈氏书堂已有书院之实，而尚无书院之名。其他三处所谓具

有讲学性质的书院，也可以这样看待。

作为教育机构并有相应名称的书院，现在可以考定出现在五

代时期。杨亿的《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是一篇较

早的书院记，其中有这样的说法：“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学堂，

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

《义门陈氏大同宗谱》卷四。

（四川通志）卷一百二十二。

《湘山野录）卷上。



王禹偁在《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中称它为书堂，

同 是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骛。”

学塾，杨亿称陈氏的为学堂，称胡氏的为书院，可见作者是审慎

的，也可知华林书院当时确有其名。但徐铉在《洪州华山胡氏书

堂记》

中称之为书斋或山斋，《宋史华林书斋序》 孝义传》称胡仲尧

“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

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又称之为学舍。可知书院之名在当

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在南唐升元时（

时还不是很普遍，一些以此为名的学塾，用得也不固定。由宋初

称庐山国学、在宋

太平兴国年间（ ）称白鹿国学，皇祐时（

尚称白鹿洞之书堂，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在政府还没有顾及兴修文教的

北宋初期，书院有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

记》中曾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

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

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

情况下，有限的官学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士病无所于

学”，书院便率先发展了起来。不仅有了名实相符的书院，而且

出现了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以及茅山、

华林、雷塘等一批著名的书院。这些书院大都始创于唐末五代，

最初往往是个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后来逐渐发展为教授家族子弟

的学塾，最后才成为有书院之名的教育机构。正因为渊远流长，

（武夷新集）卷六。

《骑省集》卷二十八：“即别墅华林山阳玄秀峰下构书堂焉，聚书五千卷，子

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

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华林书院下，辑录有张齐贤的《胡氏华林书堂

诗》和陈尧叟的《华林书堂诗》，也称之为书堂

《小畜集》卷六：“其别业有华林山斋，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生徒”

《东莱集》卷六。



陈来博士在论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厚积而发，所以在北宋初很快便有大名于当世，在教育发展史上

但就全社会而言，书院的数量非常有限，

已有的书院规模也不大，组织机构也极其简单，并没有完善的制

度和规程，活动内容也很单一。这样，当北宋政府在庆历年间

熙宁（ ）和元丰年间（

绍圣年间（ 连续三次开展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建立

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完备的官学体系，特别是规定士子须在官

学 天才能应试，书院便自然地受到了人们的冷落，出现了一

百多年的沉寂。

继承北宋书院的发展路向，在南宋书院勃兴的过程中，朱熹

和他的学生们开创了书院的传统和精神。

这首先体现在朱熹及其弟子以书院为阵地，授受相传，建立

了门户，确立了学统。

岁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到朱熹从

年，知漳州不过过

年，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

年多，知南康军只有

个月，知潭州更只有短短的茶盐公事仅

朝廷，担任焕章阁待制仅

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主要精力都

用在了著述和讲学上。即使在短暂的任职期间，他也讲学不辍。

之道。”

如“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子弟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

知南康军时，“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

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

及他极为广泛的教育活动时说：“居家则寒泉谈经、武夷授课、

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道院、岳麓书院，随政兴学，

《宋史

《宋史

朱熹传》

朱熹传》。

岁罢官还乡，虽历时

朝，但任同安县主簿不

年，主管两浙常平

个半月，后来任职

天。诚如《宋史》本传所说，“熹登



门人弟子遍布天下” 对于书院，朱熹更是情有独钟。每到一

书院，或者给书院题匾作记

地，或者受聘到书院讲学，或者与书院师儒讨论学术，或者修建

即以朱熹的主要活动地福建和江西

为例，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四和卷四十五所载，在福建的

书院与朱熹发生过关系的就有以下十多所：

“朱文公书浣溪书院：在古田县八都。淳熙二年（

扁”。

。“朱文公书扁，盖其门生
”

蓝田书院：在古田县东三十六都

余隅所立也

螺峰书院：在古田县西八都。书院中的“‘文昌阁’三字，

朱文公所书也”。

，其子熹奉承先

考亭书院：在建阳县三桂里。“宋朱松尉尤溪时经此，爱其

山水清邃，恒欲卜居而未果，。绍熙三年（

，诏立

志，筑室居之五年。以四方来学者众，因建精舍于所居之东以处

之，扁曰竹林精舍，更曰沧洲精舍。”“淳祐四年（

为书院，御书‘考亭书院’四大字扁之。”

）朱熹建同文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宋乾道七年（

之。”

云 谷 书院 ： 在 建阳 县 崇 泰 里庐 峰 之 颠。 “ 宋 乾道 六 年

，朱熹爱其山水幽邃，因名云谷，构草堂于中，号‘晦

庵’。”

瑞樟书院：在建阳县永忠里。“唐时，有开国公刘姓者十筑，

于镇之南手植樟木，长茂大数十围。浔州太守刘仲会创书室其

傍，尝与屏山先生刘子翚讲道于此。既而韦斋先生朱松遣其子熹

从屏山游，亦讲道于此；其后右史刘宗之从熹游，又尝讲道于

此。”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来：《朱熹哲学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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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漳时，将筑室讲学未果，后守危

寒泉精舍：在建阳县崇泰里 “宋乾道六年（ ，朱熹葬

母祝夫人于天湖之阳，遂筑室其傍，扁曰寒泉精舍。淳熙中

，东莱来访于此，共编次《近思录》。”

刘爚建，义宁精舍：在建阳县崇化里。“宋淳熙元年（

以为师友讲学之所，朱熹题扁。”

湛庐书院：在松溪县县治西南。“其创建未详何年，盖亦因

朱熹所尝讲论游息之所，而建以祀之也。院对湛庐山，故扁曰湛

庐书院。”

武夷书院：在崇安县五曲大隐屏之下。“淳熙十年（

朱熹建，号曰精舍，韩五咎为记。屋凡五楹，堂曰仁智，室曰隐

求、曰止宿斋、曰观善馆、曰寒栖坞、曰石门亭、曰晚对、曰铁

笛，熹自有诗并序。后其子在孙鉴葺而广之，部使者潘友文、彭

方拨公田以赡学者。”

朱熹星溪书院：在政和县正拜山下。政和间（

之父、县尉朱松所建。

云根书院：在政和县县治西。“亦（朱）松所建，其子熹岁

时来谒祖墓，必信宿于此。”

绍兴（

石井书院：在泉州府城西南的石井镇。旧名鳌头精舍。“宋

）初，吏部郎朱松尝为镇于此，士向慕之。后

其子熹来官同安，间至镇，与镇之耆老访父时事。嘉定四年

，镇官游绛因士民之请，于镇西为书院。”

龙江书院：在漳州府治西北登高山。“旧为临漳台，宋朱熹

创为书院，以成文公之志。”

蒙谷精舍：在邵武府城东。“朱熹尝过从其间，又为大书其

扁。”

在邵武府城东。精舍主人何“叔京从朱熹游，熹台溪精舍

①以上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四。



尝造焉” 此外，福建地区的屏山书院、龙峰书院、温陵书院、

小山丛竹书院、石井书院也与朱熹发生过关系。

在江西的书院，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一和卷二十二所

载，与朱熹有直接关系的有以下诸所：

盛家洲书院：“在丰城县东蓝家巷。宋邑人盛温如建。朱子

过之，有诗。”

龙光书院：“在丰城县荥塘剑池庙左。邑人陈自俛建。四方

来学者三百余人，悉廪之。朱子曾过书院，居留一月。”

竹园书院：“在安福县治南。宋刘弘仲建，朱子、胡文定俱

有诗。”

武彝讲堂：“在新城福山双林寺后。宋朱子与门人黄榦、蔡

沈、黄钟讲学于此。”

“朱子怀玉书院：在玉山县，建于淳熙年间（

与陆文安、汪文定诸贤讲学于兹山，有司及门人拓而大之，置田

以供四方来学者。自是怀玉之名，与四大书院相埒。”

草堂书院：在玉山县北怀玉山下。“朱子讲学于此。有青山

绿树亭、源头活水亭，堂庑号舍具备。相传朱子题山下酒舍一联

云：‘泉飞白石堪为酒，灶傍青山不买柴。’即其地也。”

刘氏义学：“在玉山县顺成乡。宋德安令刘允迪家居时建，

朱子有记。”

鹅湖书院：在铅山县北鹅湖寺下傍。“宋儒朱子、陆复斋象

，江东提刑蔡抗

相赵汝愚、朱子讲道之

山、吕东莱讲学之所。淳祐庚戌（十年，

请于朝，赐名文宗书院。”

忠定书院：“在余干县琵琶洲。宋丞

地。淳祐 初，汝愚子崇宪为礼部尚书，请作忠定

以上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五。

以上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一。



书院。”

东山书院：“旧在余干县羊角峰侧。宋赵汝愚暨从弟汝靓建。

汝愚子 崇宪师事朱 子，于此 讲学汝愚卒 ，朱子来吊 ，复馆

焉。”

银峰书院：“在德兴县市延福坊。宋淳熙间（

邑人余瀚、余渊延朱子讲学其中。”

双桂书院：“在德兴县游奕坞。相传朱子赠程晔和程燧兄弟

诗：‘君家构屋积玉堆，两种天香手自栽。清影一帘秋淡荡，任

渠艳冶斗春开。’书院之名由此。”

白鹿书院：在南康府北庐山五老峰下“淳熙六年（

朱子知南康军，访白鹿遗址，申明尚书省及礼部，檄教授杨大

法、县令王仲杰重建书院，于是洞学复兴。吕祖谦记之。援岳

麓书院例，疏请赐额并高宗御书石经与监本九经贮于其中。列

圣贤为学次第，以示学者。一时名儒如陆子静、刘子澄、林择

之皆来讲学，乃于建昌县置东源庄田以给学者。八年（

辛丑，迁浙东提举，复遗钱三十万属知军钱闻诗建礼殿两庑并

塑像。”

濂溪书院：在九江府城南。“宋周元公过浔阳，爱庐山之胜，

因其麓有溪，取故里之号，名其溪曰濂溪，筑书室于上。淳熙三

，州守潘慈明增筑焉。朱子有记。”

修江书院：“在南康府城。朱子知南康军时，邑人游其门者

在江西，朱熹还曾为南昌百花洲的东湖书院题诗多首，

又与李后林、姚雪坡在曲江矶山上的龙山书院讲学。

朱熹行迹所至和曾有过关系的书院还有许多，如他曾在浙江

绍兴的稽山书院、上虞的月林书院、台州的樊川书院、缙云的美

化书院、松明的明善书院、在湖南的岳麓书院、湘潭的主一书

年（

建。”

二以上雍正《 江西通志》卷二十



院、衡山的南岳书院等处讲过学。 其他如为长春书院题额，在

山书院论学、为溪山书院题匾、为南溪书院题字、为石鼓书院

撰记、重建湘西书院等，难以一一举列

朱熹讲学日久，桃李满天下。弟子们继承他的衣钵，以传道

继绝为己任，特别是在伪学禁兴之后，往往依隐山林，以书院为

阵地，开门授徒，普及道学。吴万居先生曾对朱熹的弟子与书院

的关系有过以下集中的论列：

湘：袭盖卿（双蹲书院）

黎贵臣（昭文书院）

浙：辅广（传贻书院）

韩翼甫、陈普（云庄书院）

杜煜、杜知仁（樊川书院）

陈植（明道书院）

赣：刘清之（槐荫书院）

柴中行（南溪书院）

汤巾（河源书院）

徐霖（柯山精舍）

谢枋得（叠山书院）

黄义勇（白鹿洞书院）

金去伪（鄱江书院）

李燔（白鹿洞书院）

陈文蔚（河源书院）

欧阳谦之、欧阳守道（白鹭洲书院）

版社

页，台北，文史哲出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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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湖北教育出版参见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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爚 、翁易（竹林精舍）

文天祥（西涧书院）

刘辰翁（濂溪书院）

曾三异（龙城书院）

李方子（云岩书院）

吴雄（阳坪书院）

钟震（主一书院）

胡泳（竹梧书院）

王过（拙斋书院）

程端蒙（蒙斋书院）

程珙（柳湖书院）

胡安之（南轩书院）

闽：祝穆、祝珠（涵江书院）

潘柄、黄绩（涵江书院）

林学蒙（道南书院）

詹体仁、真德秀（西山精舍）

卢孝孙（玉溪书院）

周天骥（河源书院）

孔元龙（柯山书院）

徐元杰（延平书院）

徐幾（建安书院）

杨复（考亭书院）

陈宓（白鹿洞书院）

刘

蔡沈（南山书院）

蔡杭（丽泽书院）

蔡权（芦峰书院）

蔡模（建安书院）

黄榦（螺峰书院）



院；陈

何

王

金履祥（重乐书院）

王贲（上蔡书院）

董梦程、董鼎（深山书院）

饶鲁（石洞书院）

程若庸（安定书院）

袁易（石洞书院）

刘养浩（白石书院）

蜀：魏了翁（鹤山书院）

李才栋先生也对朱子门人在江西境内的书院中的活动，做了

详尽的钩稽。如李辉、周模等人在星子城内创建修江书院；李燔

除讲学于豫章、东湖书院之外，又创李氏山房书院；陈文蔚先后

讲学于双溪、南轩、龙山、鹅湖书院，又家居建“克斋”讲学，

并仿《白鹿洞书院揭示》而为《克斋揭示》；张洽创建了清江书

在知南剑州任上，仿白鹿洞规创建了延平书院；胡安之

曾掌教南轩书院，又建东轩书院；作为朱子学派旗手的黄榦，在

江西的书院活动也非常著名，他曾讲学于东湖书院，并创建了莪

峰书院和高峰书院。此外，金去伪的鄱江书院、欧阳谦之和欧阳

守道的白鹭洲书院、曾三异的龙城书院、李子方的云岩书院、钟

震的主一书院、王过的拙斋书院、程端蒙的蒙斋书院、董铢的盘

涧书院、程珙的柳湖书院、刘养浩的臼石书院、吴雄的阳坪书

院、傅梦泉的曾潭讲堂等也非常著名。至于再传或后续弟子，与

书院发生关系的就更多。

朱子及其弟子们书院活动的范围很广，而白鹿洞书院可以看

作是朱子学派的重要阵地。朱熹的弟子吴唐卿、陈文蔚、林夔

孙、张洽都曾任这所书院的山长，而任堂长的李燔、黄义勇等

人，也是朱熹的门生。朱熹的小儿子朱在，除在泉州具体负责兴

基（丽泽书院）

柏（上蔡书院）



由地方守令

在朱熹去

建了石井书院之外，还继承父业，在知南康军任内兴修了白鹿洞

书院。陈宓在知南康军任上，增修书院，亲率诸生讲学洞中，延

请黄榦来院讲学，聘请胡泳为堂长，完全仿效乃师。

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个阵地，群集同门学友，

发起讲会，以缅怀师恩，传习师训，光大师门。

末年，林

应当指出，朱熹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从事如此广泛的书院活

动，也是为形势所逼，当道者的摒斥和攻击，政治的严酷，只给

了他们的学术活动这么一个舞台。淳熙

‘道学’

粟就曾这样弹劾朱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

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

在韩侂胄当国时期，朱熹及其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

门徒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其学被称之为“伪学”，监察御史沈继

祖给他罗织了十项罪名，紧接着“熹有夺职之命”。“道学权臣”

也由“前日之伪党”，“又变而为逆党”，罪名在一天天地加码

特别是宁宗令高文虎草诏以告示天下之后，“攻伪日急”，以至于

有人上书请斩朱熹。在朱熹去世后将葬的时候，有关单位就给地

方官府下令，“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

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守令臣约束。”

“从之”可知，一代宗师的丧葬也是在官府的监督之下进行的。

总之，朱熹晚年命途多舛，情形正如黄榦所说：“自先生去国，

侂胄之势益张，鄙夫险人，迎合其意，以学为伪，谓贪黩放肆，

乃人真情，洁廉好礼者皆伪也。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

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六经》、《语》、《孟》，悉

为世之大禁。猾胥贱隶、顽钝无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

页，江西教育出版社，参见《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

朱熹传》

朱熹传》

《宋史

《宋史



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绳趣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

与诸生讲学不休，

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

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朱熹不与计

较一时的是非短长，更不自暴自弃，而是“日

导师遭受打击和迫害，学生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如朱熹的门人曾兴宗 ，经过乾道七年

）的解试之后，曾任肇庆府节度推官。庆元（

党禁，清查“伪学”，因是朱熹的门人而罢官。回乡后也选择了

筑室授徒，四方从学者甚众。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威胁，是引起特

定群体凝聚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外部敌人的

存在是产生和维持一个群体的必要条件。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

对犹太性的认同和对犹太教的信仰，与犹太民族的巨大灾难和痛

苦经历紧紧相随，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同样，政治上遭排

挤、受迫害的痛苦经历，也加强了朱子学派的自我认同。这一学

派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师承、共同的学理，这时还有了共同的遭

际、共同的境遇，面对敌视和攻击，他们相互同情，你我扶持，

共度患难。在山林隐居、书院教授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了他们

属于同一群体，意识到了他们的生存舞台和活动空间。所谓的凝

聚力和自我认同，就是对特定成员资格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其

他成员资格以及他们生活中的其他特点的重视程度。比如，朱熹

更多地给自己的弟子所创办的书院题匾作记，而他的弟子或再传

弟子所创建的书院也多祭祀他，正可以看作是这种自我认同和凝

聚力的表现。

朱熹及其弟子在其学被禁的情况下，不可能利用官学的阵地

《勉斋集》卷三十六

黄榦 《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早修，莫待老来徒自悔。”

来传播学术，只能自创书院、自立讲坛以研习学问，明确学统。

即使在学禁解除之后，朱学的授受相传，依靠的主要还是书院。

可以说，理学得以传播和普及，朱子学派得以建立，自成门户，

端赖书院。南宋书院勃兴的过程，正是理学传播和普及的过程，

朱熹及其弟子在传播和普及理学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也反映出他

们是南宋书院勃兴过程中的中坚力量。

朱熹开创中国书院传统和精神的第二个表现是，反对把学习

的目的归结为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提倡“为己之学”。

，就体现在宋在唐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

宋代是我国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和规范化的时期，所谓“宋

承唐制，抑又甚焉”

经过许多重要的改革，如确立糊名法，创立誊录法，实现双重定

等第法（即一篇试卷通过初考官、复考官和详定官三位考官评

定），使考试更为客观和公正。又如实行殿试常制，裁抑世家子

弟；实行试官亲族别试，废止“因缘挟私”的所谓“公荐”；扩

大取士名额；这就给了平民子弟以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诱使更多的士人走上读书备考之路，使读书应试成为全

社会普遍的风气。宋真宗以皇帝之尊，作《劝学文》号召“男儿

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更有所谓的“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

玉。”

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

以老成敦厚有名于世的司马光，居然也作这样的《劝学

名亚等呼先辈。室中如未结亲姻，

歌》：“勉后生，力求诲。投明师，莫自昧。一朝云路果然登，姓

自有佳人求匹配。勉旃汝等各

以大智大勇力行改革的王安石，他

《宋史 职官制》一。

《古文真宝》前集卷首。

《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



这些诗篇，既是劝诱青年学子埋首苦读、以应科举的明

业，则为无也。”

者

的《劝学文》也不外乎富贵利禄：“读书不破费，读书万倍利。

书显官人才，书添官人智。有即起书楼，无即置书柜。窗前看古

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

得书利。只见读书荣，不见读书坠。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

易。”

训格言，也是一旦登第之后迅即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

写照，更是全社会在科举的激励之下、以读书为至上、积极向学

的形象反映。

宋代的科举对养成全社会重视读书学习的传统和风习，固然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读书的

目的，不过是为了应举做官；在“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慷

慨豪迈的竞争中，人们瞄准的是及第为相，即所谓的“为官须作

相，及第必争先”。所以科举调动了士人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又

把学习引向了歧途。人人驰骛于科场，醉心于场屋，图名逐利，

忘本弃义。

年青的朱熹刚刚通过科考，被任命为福建同安主簿，一到

任，他就前往县学，批评了当时的不良学风：“今之世，父所以

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

淳熙十四年（ ，他在《衡州石鼓书院

记》中，再一次指出：“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

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

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

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 朱熹并不是全然反对从事

举业，在他看来，“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

《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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